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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 

——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吕康娟 何云雪
1
 

（上海大学 悉尼工商学院，上海 201800） 

【摘 要】：以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

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

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

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

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

的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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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国际社会减缓二氧化碳排放的背景下,我国面临着巨大的二氧化碳减排压力。2018 年我国碳排放总量达

100 亿吨,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相继将节能减排、能源强度、碳排放

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规划。此外,我国政府设定了 2030 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碳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60%～65%

的目标。因此,降低碳排放强度对我国来说刻不容缓,需要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 

伴随着城镇化,人口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经济集聚现象普遍发生。一方面,经济集聚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效应,增

加产出和能源消耗,从而使得碳排放强度上升。另一方面,经济集聚具有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节能环保技

术的进步,与此同时能够通过共享、学习和匹配机制降低减排成本,从而使得碳排放强度下降。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迅速,是伴随着城市化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其集聚程度与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首届进口博览会

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地区容纳了我国最优质的资本、人力、教育、科技、

医疗、文化等资源,但同时其能源需求不断增加,污染与碳排放问题突出。因此,研究我国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

系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 

本文通过对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空间集聚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经济集聚如何影响碳排

放强度?第二,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是通过何种路径进行传导的?技术进步是一种有效的传导途径吗?旨在为今后长三角

地区碳减排工作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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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献综述 

1.1 经济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现有文献对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首先,有些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具有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以及

专业化分工和成本节约等效应,能够降低治污成本以及促进环保知识和技术的共享,从而能够改善环境污染。其中,徐瑞[1]认为产

业集聚有利于降低城市环境污染程度。Glaeser & Kahn[2]指出人口密度水平高的地区碳排放水平较低。周锐波和石思文[3]认为产

业集聚能通过知识共享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从而减少生态环境污染。汪聪聪等[4]研究发现经济集聚能够有效地抑制雾霾污染。

其次,有些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对环境具有负外部性,一是经济活动的集中扩大了产出规模,同时资源需求量和污染排放也随之增

加;二是过度集聚会提高土地、能源等要素的使用成本,产生“拥挤效应”,造成环境恶化
[5]
。刘满凤和谢晗进

[6]
、Liu等

[7]
和Cheng

[8]

分别认为区域内经济集聚、产业集聚、制造业集聚会加速环境污染。袁华锡等[9]指出集聚不利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降低。最

后,还有些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对环境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最终作用效果取决于集聚正负外部性的角力。原毅军和谢荣辉[10]、张可[11]

研究发现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李炫榆等[12]认为集聚与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邵帅等[13]证实经济集

聚与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之间均存在典型的倒“N”型关系。 

1.2 经济集聚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集聚发挥共享、匹配和学习的机制对技术进步产生积极作用[14]。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邻近使企业共享中介、劳动力市场等

成为可能,能共担技术创新风险和收益[15]。此外,经济活动从分散走向空间集中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协同网络效应与知识外溢有

助于技术进步[16-17]。彭向和蒋传海[18]从集聚的外部性出发,指出知识溢出受到空间距离的限制,而集聚正是通过促进地区间知识的

溢出来提升技术水平。宛群超和袁凌
[19]
、Banerjee & Roy

[20]
分别指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集聚能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经济集聚与技术进步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倪进峰和李华[21]利用校正后的 DMSP/OLS 夜间灯光数据,研

究认为技术水平受到经济集聚的影响呈现先降低后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为“U”型关系。 

1.3 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技术进步可以通过能源节约、产业升级等效应减少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22]。Brunnermeier & Cohen[23]认为绿色技术的进步

能够减轻污染减排压力,有助于实现能源节约目标。胡绪华等[24]也发现技术进步能够明显降低污染排放。卢娜等[25]指出突破性低

碳技术进步对减少碳排放具有积极作用。有些学者认为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当技术水平较低时无法减少

环境污染,跨过一定门槛后才能减缓环境污染
[22]

。王道平等
[26]

发现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收入水平的影响,只有在高

收入地区才具有显著的碳减排作用。 

综上来说,很少有学者把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之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

经济集聚能否通过技术进步来影响碳排放强度。本文创新性地将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纳入完整理论框架之下,并选

取我国经济集聚特征明显的长三角城市群作为实证对象,更能有力地说明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 

2 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2.1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旨在探究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鉴于两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在模型中引入了经

济集聚的二次项,设定回归基准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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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 表示城市,t 表示时间年份,被解释变量 CE 表示碳排放强度,核心解释变量 AGG 表示经济集聚,中介变量 TECH 表示技

术进步,控制变量 DESH、UR、ROAD、EXIM、GOV、REG 分别表示研发投入、城镇化水平、交通设施、对外开放、政府干预、环境

规制,u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eit表示随机误差项,α0～α9为回归系数。 

碳排放强度具有空间相关性
[27]
,本地区的碳排放强度会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因此,本文运用空间滞后模型与空间误差模型

来进行研究,并从其中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此外,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经济集聚能够对碳

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反之,碳排放强度低和环境好的地区往往经济活动更加集中。因此,将经济集聚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具体如下: 

 

式中:变量含义与模型(1)相同,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β0～β9为回归系数,v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πit表示随机误差项。wij为

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本文采用0-1 空间权重矩阵来进行常规估计,利用地理空间权重矩阵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采用 Queen 邻接规则的 0-1空间矩阵定义如下: 

 

其次,用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地理空间权重矩阵的各元素为地理距离的倒数,定义如下: 

 

式中:dij为区域 i和区域 j中心点之间的地理距离。 

2.2 中介效应 

为进一步探讨集聚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间接影响,本文借鉴 Baron & Kenny[28]所提出的逐步法对技术进步的

中介效应进行验证。为了直观描述中介效应的验证程序,先把中介效应模型简化为式(5)～(7)。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如下:第一

步,考察式(5)中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总效应,测度系数 c是否显著;第二步,考察式(6)、式(7)中经济集聚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效果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测度系数 a和 b是否显著,若均显著则证明存在中介效应;第三步,考察式(7)中经济集聚对

碳排放强度的直接效应,测度系数 c¢是否显著,若显著则证明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若不显著则说明具有完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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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本文利用式(2)、式(8)以及式(9)来验证技术进步是否具有中介效应。 

 

式中: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γ0～γ7为回归系数,ω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ζit表示随机误差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其

他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 

 

式中:ρ 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δ0～δ8为回归系数,σi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ξit表示随机误差项,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其

他变量与模型(1)含义相同。 

2.3 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本文收集了 2006—2016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的相关统计数据,原始数据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CEIC 数据库以及国家知

识产权局。其中,所有与时间有关的经济变量均折算成 2006年不变价。 

2.3.1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CE) 

本文将其定义为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 GDP 的比值,并选取原煤、洗精煤、原油、汽油等 17 种化石燃

料来计算各地级城市的碳排放量。 

 

式中:Ci代表第 i种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ADi为终端消费量,NCVi为净发热值,EFi为排放系数,Oi为氧化因子。

本文借鉴 Shan等[29]所用的碳排放估算系数,见表1。 

考虑到很少有地级市编制能源平衡表,但城市与省份之间是后者包含前者的关系
[29]
。因此,本文参考Shan等

[29]
和景侨楠等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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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利用分配系数将省级能源消费量分配到各城市: 

 

表 1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所用的参考系数 

17 种化石燃料的名称 NCV EF(t/TJ) 

原煤 0.21 96.51 

洗精煤 0.26 96.51 

其他洗煤 0.15 96.51 

型煤 0.18 96.51 

焦炭 0.28 115.07 

焦炉煤气 1.61 78.80 

其他煤气 0.83 78.80 

其他焦化产品 0.28 100.64 

原油 0.43 73.63 

汽油 0.44 69.30 

煤油 0.44 71.87 

柴油 0.43 74.07 

燃料油 0.43 77.37 

液化石油气 0.51 63.07 

炼厂干气 0.47 73.33 

其他石油制品 0.43 74.07 

天然气 3.89 56.17 

 

表 2终端消费量的分配指标 

终端消费部门 分配指标 单位 

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业产值 亿元 

工业 工业产值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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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业 建筑业产值 亿元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客运量、货运量、邮政业务总量 万人、万吨、万元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 批发零售总额 亿元 

其他 服务业产值 亿元 

生活消费 人口 万人 

 

式中:ADcity代表城市层级的能源终端消费量(万 t或亿 m3);ADprovince代表该城市所在省份的能源终端消费量(万 t或亿 m3),P 代

表对应的分配系数。如表 2 所示,能源平衡表中的“终端消费”使用各个部门相应的产出作为分配指标,“生活消费”使用人口

作为指标
[29]

,由于交通运输业等数据的缺乏,参考景侨楠等
[30]

的做法,采用客运量与货运量作为分配系数,邮政业务总量为仓储和

邮政业的系数,并对这 3 项指标加权平均作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分配指标,采用批发零售总额作为批发、零售和住宿、

餐饮业的分配指标。 

2.3.2 核心解释变量:经济集聚(AGG) 

经济集聚(AGG)反映了经济活动在某一区域内的集中现象,现有测度指标主要包括区位熵、Gini 系数、EG指数、就业密度等。

本文参考 Brülhart & Mathys[31]、林伯强和谭睿鹏[32]的做法,选用单位面积就业人数来衡量经济集聚程度。一方面,经济集聚使得

经济产出具有规模效应,生产规模扩张加速了能源的消耗,产生“拥挤效应”,不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另一方面,经济集聚具有

共享、学习和匹配机制,集聚空间内企业能够共享减排治污设施、环保技术与信息以及高级的劳动力市场,并且集聚发挥技术溢

出与扩散作用,企业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习得绿色生产与治污技术,降低单个企业的减排成本,环境治理与减排实现了

规模效应,有助于抑制碳排放强度。值得注意的是,经济活动的集中度提升会提高对环保减排的需求,促进区域内专业化分工,衍

生出环保防污第三方机构,并为政府的集中管控提供了便利,有助于抑制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综上,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在模型中还加入了就业密度的二次项。 

2.3.3 中介变量:技术进步(TECH) 

本文用每 10 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来刻画技术进步,与专利授权数量相比,专利申请数量没有时间滞后性,更能客观地反映

技术进步水平。首先,技术进步能够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出并实现绿色、清洁生产;同时,节能技术具有能源节约效应,可以提升

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新能源的开发技术进步会降低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生产成本与市场价格,提高新能源的使

用率,减少污染性能源的使用,降低生产与能源使用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其次,技术进步有助于提升污染处理效率,实现污染

排放物的集中处理与高效利用,降低碳排放量。因此,预期技术进步的符号为负。 

2.3.4 控制变量 

研发投入(DESH),科技支出占地方预算支出的比重可能会通过影响地区清洁低碳研发活动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城镇化水

平(UR),随着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与利用会随之增加,从而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交通设施(ROAD),采

用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的自然对数来表示,发达的交通为地区内部与地区之间的运输提供了便利,同时导致了对汽油等能源的消耗,

进而影响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外开放(EXIM),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GDP 的比重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原因在于对

外开放过程中会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在流入国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会使污染密集型企业入驻,增加环境污染与碳排放,引发“污

染天堂”效应。其中,对进出口贸易总额用人民币年平均汇率进行了折算。政府干预(GOV),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的比重越大表明

政府干预程度越强。环境规制(REG),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越高表明环境规制程度越强。表 3 给出了相关变量定义与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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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普通面板模型 

为了进行对比,首先利用普通面板模型探究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首先进行模型检验(见表4),最终

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 5 报告了普通面板模型的结果,固定效应模型显示碳排放强度随着经济集聚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特征,技术进步

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 

3.2 碳排放强度空间相关性 

表 3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计算方法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碳排放强度(CE) 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 吨/万元 1.125 0.709 0.326 5.304 

经济集聚(AGG) 单位面积的就业人数 千人/平方千米 0.413 0.381 0.008 2.159 

技术进步(TECH) 每 10 万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 个/10 万人 0.957 1.227 0.003 6.247 

研发投入(DESH) 科学支出占预算支出的比重 — 0.032 0.019 0.001 0.126 

城镇化水平(UR)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 0.565 0.165 0.170 0.896 

交通设施(ROAD)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的自然对数 — 1.630 0.707 -0.362 3.095 

对外开放(EXIM) 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 — 0.481 0.433 0.031 2.802 

政府干预(GOV)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0.126 0.049 0.057 0.283 

环境规制(REG)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0.926 0.079 0.590 1.000 

 

表 4普通面板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 统计量 P值 

F 检验 47.26
***
 0.000 

LM 检验 316.27*** 0.000 

Hausman 检验 87.3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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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普通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面板混合回归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AGG -3.803***(-3.47) -0.264(-0.60) 3.811***(5.91) 

(AGG)2 1.969***(3.70) 0.018(0.10) -1.130***(-5.86) 

TECH -0.118
*
(-1.76) -0.080

***
(-3.19) -0.100

***
(-4.53) 

DESH -5.204(-1.25) -10.725***(-7.21) -11.484***(-9.00) 

UR 0.244(0.38) -0.143(-0.64) -0.161(-0.83) 

ROAD 0.277*(1.75) 0.192**(2.48) 0.303***(4.15) 

EXIM 0.353*(2.01) 0.148(1.25) 0.549***(4.16) 

GOV -5.430**(-2.12) -6.475***(-6.17) -9.229***(-8.82) 

REG -1.294(-1.64) -1.193***(-3.75) -0.822***(-2.99) 

常数项 3.476***(4.21) 3.263***(9.30) 1.642***(4.42) 

R2 0.526 0.662 0.719 

 

首先检验碳排放强度在空间上是否具有相关性,本文选用全局莫兰指数对碳排放强度在整个地区的空间依赖性进行验证。全

局莫兰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式中:n 代表地区总数,wij代表空间权重矩阵中的元素,xi代表 i 地区的碳排放强度, 代表所有地区碳排放强度的均值。本文

基于 0-1 空间矩阵计算 2006—2016 年长三角 26 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全局莫兰指数(见表 6)。可以看出,碳排放强度的莫兰指数

均显著为正,表示长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相关性,并随时间推移在0.435～0.594之间变化,经历了“升、

降、升、降”四个阶段,关键年份分别为2006年、2009 年、2011 年、2014 年、2016 年。 

表 6碳排放强度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全局莫兰指数 z值 

2006 0.435***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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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0.455*** 4.06 

2008 0.477*** 4.11 

2009 0.532*** 4.41 

2010 0.527*** 4.49 

2011 0.507*** 4.33 

2012 0.566*** 4.76 

2013 0.560*** 4.65 

2014 0.594*** 4.89 

2015 0.546*** 4.59 

2016 0.522
***
 4.41 

 

3.3 空间计量模型 

为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基于OLS估计结果的残差空间相关性检验,表7显示,LM-lag与LM-error均显著,但Robust 

LM-lag显著而Robust LM-error却不显著,因此选择空间自回归模型(SAR)进行估计。另外,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对应的统计值

为 21.35(P=0.011),因此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应该拒绝原假设。本文最终选择空间自回归固定模型。 

表 7基于 OLS估计结果的残差空间相关性检验 

指标 统计数值 P值 

LM-lag 159.738*** 0.000 

Robust LM-lag 75.420*** 0.000 

LM-error 85.015*** 0.000 

Robust LM-error 0.697 0.404 

 

为了方便对比,表 8 同时报告了空间误差模型(SEM)与空间自回归模型(SAR)的估计结果。在模型 6 和模型 7 中,碳排放强度

的空间自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会受到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模型 6 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

的系数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并非是简单线性的关系,而技术进步的系数为-0.034,表明技

术进步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模型 7的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分别为 3.259、-0.983,表明经济集聚与碳排

放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临界值为1.658千人/平方千米。首先,当经济活动的集中度低于临界值时,碳排放强

度会随着经济集聚的提高而上升。原因在于此阶段知识共享和技术扩散等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没有充分发挥作用,集聚区内的污

染治理远未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同时能源消耗加速致使碳排放增加。当经济集聚超过临界值时,集聚的提高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

度。这时,空间内经济活动的集中度进一步提高,知识与技术等各类溢出效应、环境治理的规模经济效应发挥显著作用,企业集中



 

 10 

共享节能环保设施、清洁生产与环保低碳技术,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与减排的单位成本,节能减排专业化分工催生出第三方防

治企业。集聚空间内不同企业的激烈竞争使得只有高效绿色的企业才能生存下来,进而有助于降低地区的碳排放强度。长三角 26

个城市,除了上海的经济集聚程度超过临界值,剩余的25个城市均处于第一个阶段,也就是说,大多数城市的经济集聚程度不能充

分发挥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因此,长三角一体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现在对模型 7的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实证结果进行分析。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技术进步

是抑制碳排放强度的重要力量。究其原因,技术进步具有清洁生产、能源节约以及能源转换等效应,可以从源头上减少碳排放量;

另外,技术进步使得改进污染处理方式成为可能,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处理效率变得更加高效,因而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一定的抑

制效应。科学研发投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是由于研发投入能够为企业进行绿色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同时向市场释放绿色创

新的积极信号,促进地区节能减排技术的进步,从而能够降低碳排放强度。城镇化水平的系数为正,但结果并不显著。交通设施的

系数显著为正,发达的交通网络给通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增加了能源消耗与汽车尾气的排放,不利于节能减排。对外开放与碳排

放强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对外开放对碳排放强度有增强作用,也证实了“污染天堂”的存在。政府干预有助于降

低碳排放,部分环保低碳设施具有非排他性,政府的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失灵,对节能设施的建设以及新能源的开发

利用做出贡献,有利于抑制碳排放强度。环境管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有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3.4 技术进步中介效应的检验 

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技术进步能否在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根据前文提出的中介效应

检验步骤,模型 9 的估计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的先促进后抑制的总效应;模型 8 的估计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技

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模型 7 的估计结果说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则可以说明存在中介效应;而模型 7

中经济集聚的系数仍显著,则可证实技术进步具有不完全中介效应。 

具体分析,模型8中,技术进步的空间自回归系数为0.575,说明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地区之间能够相互学

习技术。经济集聚的系数为 1.129,说明空间内经济活动的集中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一方面是因为紧凑的空间距离和密集的社会

关系网络提高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频率,更重要的是降低了信息交流成本,促成了信息的有效交换与知识的积累,从而催生出新

的知识与技术;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心区域具有集聚的吸引力,新兴企业不断进入与发展,增加了新技术供给,同时通过集聚的技术

外溢使其他企业能够习得新技术,促进区域整体的技术进步。简而言之,经济集聚是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模型 9 的估计结果显

示,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倒“U”型关系,临界值为1.596千人/平方千米,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总效应为直接效应与

经济集聚通过影响技术进步影响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之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总效应与直接效应相比,经济集聚

对碳排放的抑制会有所提前,再次验证了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 

表 8经济集聚与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变量 

SEM SAR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λ 0.355***(4.38) 0.333***(4.23) 
  

W·CE 
  

0.391***(6.56) 0.356***(6.05) 

L.AGG 0.185(0.77) 3.592***(6.01) 0.219(0.95) 3.259***(5.73) 

(L.AGG)2 
 

-1.089***(-6.16) 
 

-0.983***(-5.80) 

TECH -0.043*(-1.74) -0.081***(-3.44) -0.034*(-1.65) -0.062***(-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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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H -9.115***(-6.30) -10.361***(-7.60) -7.217***(-5.77) -8.512***(-7.00) 

UR 0.089(0.41) -0.119(-0.58) 0.291*(1.67) 0.032(0.19) 

ROAD 0.294***(4.03) 0.294***(4.29) 0.296***(4.43) 0.291***(4.58) 

EXIM 0.452***(3.69) 0.601***(5.10) 0.433***(3.65) 0.561***(4.88) 

GOV -9.862***(-9.19) -9.064***(-9.02) -7.918***(-7.81) -7.194***(-7.40) 

REG -1.271***(-4.88) -1.049***(-4.25) -0.995***(-3.96) -0.856***(-3.57) 

log-likelihood 47.887 57.281 48.936 64.985 

R2 0.675 0.716 0.692 0.726 

 

表 9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模型 8 模型 9 

TECH CE 

W·CE 
 

0.408***(7.34) 

W·TECH 0.575***(12.74) 
 

L.AGG 1.129**(2.10) 2.722***(4.98) 

(L.AGG)2 
 

-0.853***(-5.15) 

DESH 16.097***(6.25) -9.079***(-7.49) 

UR -0.028(-0.07) 0.084(0.49) 

ROAD 0.025(0.15) 0.257
***
(4.06) 

EXIM -2.051***(-7.99) 0.682***(6.25) 

GOV -4.220*(-1.86) -7.101***(-7.25) 

REG -0.809(-1.36) -0.863***(-3.56) 

log-likelihood -204.139 60.275 

R2 0.600 0.703 

 

4 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将 0-1权重矩阵替换为地理权重矩阵,就经济集聚和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

如表 10 所示,模型 10 和模型 12 的结果显示,在地理权重矩阵下,经济集聚程度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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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文结论一致,说明曲线关系是稳定的。模型 11 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能够显著提升技术进步水平;模型 12 中经济集聚和技术

进步回归系数均显著,说明存在不完全中介效应,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产

生间接作用。综上,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以及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的结果是十分稳健的。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本文选取2006—2016年长三角地区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长三角地区经济集聚与技术进步对碳排

放强度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进步是否能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最后利用稳健性检验证实结果的可靠性。本

文的结论如下: 

表 10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CE TECH CE 

W·CE 0.683
***
(9.47) 

 
0.624

***
(7.48) 

W·TECH 
 

0.764
***
(16.86) 

 

L.AGG 3.414
***
(6.34) 1.250

**
(2.48) 3.768

***
(6.78) 

(L.AGG)2 -0.998***(-6.13) 
 

-1.086***(-6.53) 

TECH 
  

-0.048**(-2.39) 

DESH -8.799***(-7.63) 13.576***(5.55) -8.334***(-7.07) 

UR 0.374**(2.14) -0.411(-1.07) 0.311*(1.75) 

ROAD 0.351
***
(5.56) -0.136(-0.89) 0.370

***
(5.82) 

EXIM 0.678
***
(6.32) -1.904

***
(-7.84) 0.583

***
(5.13) 

GOV -6.288
***
(-6.49) -6.678

***
(-3.09) -6.403

***
(-6.55) 

REG -0.635***(-2.65) -1.230**(-2.19) -0.650***(-2.73) 

log-likelihood 64.929 -182.967 67.808 

R2 0.603 0.553 0.658 

 

(1)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正,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

当集聚水平超过临界值后,经济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远大于其产生的负外部性,有助于降低碳减排的单位成本,进而能够有效抑

制碳排放强度。长三角 26个城市,上海的集聚程度已经突破临界点,其他城市的集聚程度尚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长三角城

市群整体经济集聚的环境正外部性还未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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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进步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主要从源头控制、能源节约、能源转换以及污染物处理四种途径

发挥作用。其中,本地区的技术进步会受到邻近地区技术水平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经济集聚是提升技术水平的关键力量,集聚

不仅可以降低交流成本,也利于技术和知识的外溢,同时吸引新企业的进入,促进新技术的产生与积累。 

(3)长三角地区的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机理。一方面,经济集聚的环境正负外部性对

碳排放强度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经济集聚能够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对碳排放强度产生间接作用,其中技术进步充当了关键的

中介变量。 

(4)增加研发投入、合理进行政府干预、加强环境规制都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强度。而发达的道路交通设施会提高碳排放强

度,并且“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长三角地区得到验证,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不利于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5.2 政策建议 

本文对现实的启示在于:(1)应继续加强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合理设置各城市的经济集聚规模,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有效发挥

经济集聚的规模经济、知识溢出以及共享设施等效应,加快突破经济集聚发挥环境正外部性的临界值,实现绿色生产、节能减排

以及可持续发展。同时依靠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发展以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的城市圈,依靠集聚效应有效抑制

二氧化碳的排放。(2)加大研发投入,完善专利保护制度,提高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为企业研发实践活动提供良好的外部

条件,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进而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进步。同时利用经济集聚的共享、学习与匹配机制,通过技术的扩

散与溢出效应,不断提升清洁生产、节能减排、污染治理、新能源利用等环保低碳技术水平,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中介作用,依靠

技术进步降低碳排放强度,实现技术进步与碳减排的双赢。(3)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并在引进外资时设立“门槛”。制定严格的碳

排放标准和环保政策,激发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倒逼集聚区域内的企业进行技术研发与绿色低碳生产,激励企业使用

新能源与新材料,降低碳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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